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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探究正义问题的独特视角                                  
摘要：综观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是以社会选择理论为研究方法，以“可行能力”为切入点，围绕正义的要求即推进正义所需要推理的形式、正义的实质即自由与可行能力、正义的实现方式即民主与人权这四方面内容展开。而“可行能力”作为森思考正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则从始至终贯穿于他的整个正义理论系统，这与其他以基本品或效用等为基础来衡量正义与否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阿马蒂亚·森探究正义问题的“可行能力”视角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极具独特性和建设性，值得我们给予全面关注和深入解读。本文将分为三部分来对“可行能力”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分析森的推理过程来介绍“可行能力”的缘起；其次，通过与其他视角的比较突出“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之处；最后，通过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分析“可行能力”的效用。	Comment by yaqiong: 这里之前已经给你做了删减，还是没有改过来，看来还不够认真啊！
关键词：正义；社会选择理论；社会契约；基本品；可行能力
Capability：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martya Sen’s view on justice problem
Abstract: Throughout Sen's theory of justice, the theory of justic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With the "capabilit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theory revolves around four aspects: the requirement of justice, that is, the rationality needed to advance justice; the form of reasoning, that is, how to think rationally; the essence of justice, that is, freedom and viability; the realization of justice, that is,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capability"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thinking of justice exists from beginning to end throughout his theory of justice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eory   based on basic or utility to measure the theory of justice or not. Amartya Sen’s perspective of exploration of the "capa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very unique and constructive, worthy of our full attention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o analyze the "capability": fir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reasoning to introduce the "capability" of the origin; followed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perspectives highlight its unique; and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 capability "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social.	Comment by yaqiong: 我不明白你英文摘要里为何要夹杂着一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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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9860140]引言
正义问题是多年来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重心。当代林林总总的正义理论，大多关注公正社会[footnoteRef:1]的制度安排，认为实现社会的公正平等旨在建立公正完满的社会制度。森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当代主流的研究不同，他并未沿袭以罗尔斯[footnoteRef:2]、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先验制度主义[footnoteRef:3]，而是将关注点放在社会现实。综观森的正义理论，是以社会选择理论为研究方法，以“可行能力”为切入点，围绕正义的要求即推进正义所需要的推理的形式、正义的实质即自由与可行能力、正义的实现方式即民主与人权这四方面内容展开。而“可行能力”作为森思考正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则从始至终贯穿于他的整个正义理论系统，这与其他以基本品或效用等为基础来衡量正义与否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阿马蒂亚·森探究正义问题的“可行能力”视角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极具独特性和建设性，值得我们给予全面关注和深入解读。本文将追随森的论证过程，对“可行能力”的缘起、特点和效用进行分析，以此凸显森在当代正义问题研究领域中的独特智慧和重要贡献。 [1:  “公正社会”：是当代正义理论中的主要关注点，以社会契约的方法为指导，十分重视国家安排的作用，将社会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国家的上层建筑，主张建立绝对公正的社会制度来推进社会正义。罗尔斯分析中的“公正制度”是假设实际行为遵循正确的准则。]  [2:  约翰·罗尔斯（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写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3:  先验制度主义：是当代研究正义理论的一个派别，发轫于托马斯·霍布斯，主要关注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致力于探寻完美的正义。 ] 




[bookmark: _Toc479860141]一、“可行能力”视角的缘起
了解一个概念的缘起是对概念进行分析与研究的基础环节，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跟随森的论证脚步：分析论证方法、整理论证思路，明确“可行能力”概念的产生过程；阐释“可行能力”与自由和正义的关系，了解其作为衡量正义与否标准的合理性。详细分疏“可行能力”视角的缘起，为进一步研究其特点和效用提供必要前提。
[bookmark: _Toc479860142][bookmark: _Toc479584116]（一）论证方法
研究方法在论证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和方向性引导。研究正义问题，主要分为先验主义框架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比较性框架下的社会选择理论两种方法[footnoteRef:4]。支撑森论证的方法是社会选择理论，这与罗尔斯等人采用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有明显差别的，也导致了最终结论的截然不同[footnoteRef:5]，所以我们研究“可行能力”视角，首先需要了解产生和论证这个概念的方法。  [4: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引言，13页。]  [5: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引言，5页。] 

在定义上，社会契约方法旨在寻找一种完满的公正制度，人们按照达成的契约所要求的规范行事；社会选择理论则是从现实切入，通过公共理性的视角在全球范围内来界定正义的原则。社会选择理论相比较社会契约来讲：关注点上从抽象和完美的制度转移到实际中真实存在着的现实生活，范围上从某个国家扩展到更加宽泛与普遍的全球，对于正义缘由的限定从仅仅允许一个正义缘由到准许多种不同的正义缘由同时存在[footnoteRef:6]。 [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译者前言，3页。] 

从两者在关注点和运用范围的对比中我们能够发现，社会契约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社会契约方法所追寻的那种绝对的制度是在现阶段甚至人类发展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法实现的。它所追求的完满性意味着一种绝对，要求所制定的制度必须对范围内所有人、事、物都是公正的。我们知道“完满往往意味着不存在”，基督教徒将上帝称为是完满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它并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因此才会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同样的，这种绝对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无法实现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社会契约方法努力建立的看似完满的公正制度甚至容易导致更深程度上的不公正。值得注意的是由社会契约理论所支持的社会制度在这里包含两个限定词：“所有”和“公正”。由于其完满性，所以我们建立额社会制度意味着一种妥协，尽管适用范围相对较小到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根据实现程度来看，仍然无法达到使生活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满意[footnoteRef:7]。因为对于“公正”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基于多数人的利益所达成的契约、建立的公正制度，它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或者直接由这个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仍然是部分人的公正，不能完全体现一个社会中所有存在着的独立个体的诉求。同时也是因为契约制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限定，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阶层的明确区分，使得被领导者必须服从已达成的协议，这种服从表面上是和谐的、公正的，但是它是以部分人的妥协为代价的。这种绝对的服从性，使得表面上展现出来的公正掩盖了深层次的妥协，在人们为表面的胜利欢呼时，却忽略了部分人的权力的丧失。罗尔斯曾经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的另一个局限性是，我考察的大都是可以管治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公正原则。人人都被假定为行为合理，并以他的方式来维持公正的制度。”[footnoteRef:8]在这个逻辑中，我们会发现完满社会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人人的行为都是合理的”[footnoteRef:9]。而这里的合理与否是以国家或者集体来说的利益为判断标准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合理，而并非满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7:  刘兴：《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论证方法研究》]  [8: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9:  转引自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7-8页] 

正是社会契约方法的局限性，让我们了解到利用社会选择理论方法实现真正社会公正的可能性，因为它的主要关注点在社会现实，它的焦点切实落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不再是仅仅虚构一个完美的理想图式。在这种方法里，公共理性[footnoteRef:10]被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我们需要更加信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公共理性所做出的选择，因为这种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来审视自己的方法尊重和维护了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话语权。同时社会选择方法将视线放到整个地球，不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界限，在这种更加广泛的范围里，找到满足更多人公正要求的方式，使其更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 [10:  森对于“公共理性”的重视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启发，亚当·斯密提出的“中立的旁观者”为理智提供了一种实现方式，即需要引入远近不同经历的多种观点和视角，通过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来审视自己的感受，这使得公正原则更加多样性。同时由于所有人都能通过开放地接纳信息反思来自不同地方的观点，并采取互动的思辨来讨论如何看待背后隐藏的问题，以此达到理智。因此，在森看来，无论是一般地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还是具体地对于追求社会公正而言，不受限制的公共理性都是重要的。] 

[bookmark: _Toc479860143]（二）论证过程
方法是论证得以进行的工具，接下来我将梳理一下森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完成论证的，“可行能力”这个概念是森在怎样的论证过程中提出来的。
森的论证过程大体框架分为四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明确了正义的要求。他分析了理智对于推进社会公正的作用，认为理智是实现对公正与否进行客观公正思考和评判的保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指出了他的正义理论与罗尔斯《正义论》[footnoteRef:11]的不同，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footnoteRef:12]；接下来第二部分他将关注点转移到推理的形式上来，也就是进一步解释理智思考是如何进行的。从理智思考的视角与理智思考的内容两方面展开，明确了理性选择的动机在于个人利益，他看到了理智思考的包容性，从而对“全面结果”与“最终结果”[footnoteRef:13]进行了区分；在此之后，进入正义的实质部分。他指出对于正义实质的界定大致分为两方，一方以资源和幸福为代表，另一方则是以自由和与自由相关的可行能力为代表。而森所认可的正是可行能力一方，可行能力概念也就由此引出；森在论证的最后也向我们介绍了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正义的实现方式即民主和人权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 [11:  《正义论》：作者约翰·罗尔斯，主要内容为研究正义的理论，于1971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2: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译者前言，2页。]  [13:  对于“全面结果”与“最终结果”两个概念的区分在后文介绍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性时将进行更加具体的论述。] 

森的整个推理过程是十分严谨的，译者曾评价森的论证具有“开放的中立性、缘由的多元性以及方法的比较性”[footnoteRef:14]等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森严格的理论框架中，以“可行能力”概念为主线，是与其他正义理论进行区分的关键点，也是我们研究“可行能力”的原因所在[footnoteRef:15]。 [14: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译者前言，8页。]  [15:  分析作者的论证过程是了解一个概念的由来的重要切入点，所以文章最初内容大体梳理了森论证的整体框架，来帮助理解可行能力概念，同时也帮助下文内容更好地展开。] 

[bookmark: _Toc479860144]（三）“可行能力”与 “正义”相结合
在森看来，“可行能力”是他研究正义理论的重要一环，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基本信息点，所以他着重强调了可行能力与自由和正义的关系[footnoteRef:16]，通过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可行能力”概念提供合理性[footnoteRef:17]。 [1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译者前言，6页。]  [17:  “自由”与“正义”是一组不可分割的概念，所以森论证“可行能力”概念的合理性，必然要重点介绍“可行能力”与“自由”和“正义”的关系。] 

[bookmark: 在上文]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力，与正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森从机会和过程两个方面分析了自由的重要性。在机会方面，更大的自由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所珍视的事物；在过程方面，更大的自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受他人施加的限制，来决定自己要去获得的事物[footnoteRef:18]。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们了解到对于是否正义的评判不仅要注重最终结果，还要分析做出这个结果的过程。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不仅需要重视最终的选择，还要重视有可能发生的所有结果[footnoteRef:19]。全面结果是指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我们根据自身的要求可以做出的所有判断和选择[footnoteRef:20]。值得注意的是，在做出选择的过程中，有可能受到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别人的干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分析过程的同时，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做出最终结果前所受的影响，将对于公正与否的评判过程化、具体化。这种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同时可以在多个选择中做出最终选择的能力才是判断是否公正的决定性信息点。就这样，人们选择不同类型的生活的能力即可行能力就与自由和正义联系起来了。也正是可行能力与自由和正义之间的这种相关关系，使得森得出可行能力成为判断是否正义的基本评判点。 [18: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3页。]  [19: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5页。]  [20:  “全面结果”考虑到人在做选择过程中的全面的机会，重视在做选择过程中的自由；“最终结果”仅仅是终极发生的结果，相比较“全面结果”来说，不具有全面性。] 

森指出评判正义的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以资源与幸福为代表的一方，以及以自由和与自由相联系的可行能力一方。第一方以功利主义的效用和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品为代表，认为评判正义需要考虑是否达到了效用的最大化、资源分配是否公平以及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森认为自由和与自由相关的可行能力是更加根本的信息点。
在这里，森通过对可行能力与自由和正义之间关系的阐释给了可行能力作为评判是否正义的信息点以合理的解释，理清了可行能力在正义问题中的地位，使得论证更有说服力，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这种新的切入点和论证思路。那么可行能力具体明确的规定是什么？它的关注点是什么？这些将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



[bookmark: _Toc479860145]二、“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性
通过梳理“可行能力”视角的缘起，我们跟随森提出“可行能力”视角的思维过程，发现“可行能力”视角与其他视角之间在研究方法以及关注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其在正义问题的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建设性意义。接下来，将从“可行能力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出发，与其他视角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森“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智慧。
[bookmark: _Toc479860146]（一）“可行能力”自身的特质
1.“可行能力”关注焦点的独特性
（1）关注焦点的具体内涵
我们研究正义问题或者其他政治哲学相关的问题，都需要选取一个焦点作为切入点，也就是研究一个事物或者问题所需要关注的特征[footnoteRef:21]。对于正义问题的信息焦点，如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哲学家着眼于人的幸福，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将关注点放在了收入、财富或者资源这些基本品，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上。而与以上两种基于效用和基于基本品的路径不同，森在研究正义问题时所采取的信息焦点是可行能力。 [21: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4页。] 

可行能力作为研究正义问题的切入点，与自由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它是指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做他所珍视的事情的自由，过上他所珍视的生活的能力。可行能力所关注的焦点是“一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无论他是否选择使用机会”[footnoteRef:22]。森对于正义问题的论证，基于可行能力所提出的可行能力视角是通过对一个人他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来进行评价其优势，而不再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最终的结果上。也就是说，将关注点放在：事物在产生最终结果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结果；一个人在做出最终选择，他是否有自由选择其他情况的能力。 [22: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7页。] 


（2）关注焦点的全面化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我们这一天的规划可能是出去游玩，也可能是留在家中打电动。但是这个选择的过程受到自身期望值的引导，同时也有可能受到外界环境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多种选择值得我们注意，选择的能力也需要我们重视。这也就表明了，以一个人是否拥有选择的能力作为判断是否正义的切入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将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在做出结果的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上，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相比之前只注重结果更加全面，更容易对是否正义做出更加客观的评判。
（3）关注焦点的根本性
可行能力视角将一个人是否具有追求自己珍视的事物的能力从资源、财富等等各种各样的基本品中拎出来，它关注的个体能力问题是对于评判一个人是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公平正义来说是更为根本的[footnoteRef:23]。我们倘若之前的研究方向一般将切入点放在基本品上，这样的方向使得我们只能在资源分配上尽力做到公平分配，为一个完满的社会制度做出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社会制度存在很多的局限性，甚至带来更深程度的不公平，这种途径不足以解决根本问题。同时通过建立完满的社会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方法仅仅是针对表面上的现状做出的判断，在根本上推进公平正义，需要保障的是每一个人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当然他所珍视的事物也包含着以资源、财富在内的基本品的满足。只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拥有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自由和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种能力来追寻他所需要的，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3: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4-217页。可行能力视角关注焦点的根本性体现在涉及到能力层面的自由或者机会是对于一个人、一件事的评判更为基础性的评判。] 

2.对于公共理性的重视
相对于简单的效用计算而言，理智思考更有助于对事物进行反思性的评价。利用公共理性，可以将评价的范围和可靠性加以延伸，并能站住脚[footnoteRef:24]。对于社会正义来说，我们需要明确理智思考和反思的重要性。由于社会是由所有的社会成员组成的一个集合体，正义问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这里的反思并不是指一个人的、单独的活动，而是强调公共讨论和公共理性。 [24: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23-224页。公共理性在森的可行能力视角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式由于对人们理性的认可和信任才使得可行能力作为评判点能够得以实现。] 

可行能力视角之所以重视公共理性而非个人的、孤立的思考，是因为基于个别的、相互分离和隔绝的思考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很容易被人们的个人喜好所左右，对于一件事的评价也就不可能会是客观的。为了解释公共理性的重要性，森列举了印度近年来对于性别不平等进行公共讨论的例子[footnoteRef:25]。正是因为重视公共理性，强调大家一起的公共讨论或者是辩论，使参与者能够在与其他人的思想碰撞中，跳出自身的局限来认识和评价事物。通过这种形式，很多以往没有被意识到的自由得以重视，坐在一起的公共讨论形式能够使得交流更加充分，可以关注到更多人的观点的要求，获取到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信息。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会使更多人的满意的，社会评价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25: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23-224页。] 

同时，在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如果想要在可行能力视角中使得公共理性具有可操作性[footnoteRef:26]，并不需要对可行能力中的不同功能生成“既定的”权重。一方面，寻找既定的权重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另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在我们的反思和公众讨论中，我们会不断获得更加多方面、更加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产生变化。由于人们认知的变化，会使得评估以及不同功能的权重会随之产生变化。我们对于一些事物进行评价，并不需要达成一个既定的完全一致的权重。例如，奴隶制限制了奴隶的自由、医疗保障的缩减减少了部分人生活的实质机会，这些情况无疑是对正义不利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对不同的功能赋予唯一的权重来对其进行说明。在这里森强调，权重是无法做到完全一致的，我们也无法对不同的功能赋予唯一的权重，虽然权重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其具有普遍性，只要范围足够宽广，那么就能产生相似的基本原则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 [2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6章 民主的实践，319页。] 

可行能力对于公共理性的重视，以及对于公共理性的理解，体现了它其实是与部分的不完整排序以及有限一致思想是相契合的[footnoteRef:27]。 [27:  不完整排序是可行能力视角相比较之前一些视角的重要差别之一，在后文中我们将重点介绍可行能力视角中的不完整排序特点。] 

3.个人与社区在“可行能力”概念中的相互关系
由于可行能力概念的关注点在于人追求其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一些批评者指出可行能力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footnoteRef:28]，森为了反驳这些人的质疑，重点分析了个人和社会在可行能力概念中的位置和关系。 [28: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25页。
关于甄别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复杂性，见Steven Lukes ,Individualism(Oxford:Blackwell,1973),及其论文“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1968)。] 

首先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有着不同的定义，弗朗西斯·斯图尔特与斯维凌·戴纽凌将注意力放在“所有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人思考、选择和行为的内容获得解释”[footnoteRef:29]上，认为个人的思考、选择和行为的内容是与社会所分离的。这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主要特点，它重点强调了个人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并不需要将其放入社会中进行分析。 [29: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25页。] 

但是对于可行能力而言，它并没有体现这种人与社会的分离，可行能力关注人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过上他所向往的生活。获得这些他所珍视的事物并不仅仅需要一个人的思考、选择和行为，往往是需要将人放在社会这个集体中来进行争取，如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权，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需要参与社会生活。很多权利和保障是需要将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来获得的，我们可以看出，人是不能与社会相分离的，可行能力在设想和实际操作中也不会将两者分离。
森认识到个人与社会是无法分离的，个人是无法脱离所处的环境进行思考、选择和行为的[footnoteRef:30]，在这种情况下，森的可行能力视角要求更多的公共参与，要将注意力放到社会以及身边的与远处的人对个人所进行的评价的影响上。可行能力视角与其他视角的出发点相比确实更加注重了个人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和实质机会，但是这并不是设想个人与社会是相分离的，这种能力和机会的获取恰恰需要更多得参与社会生活。因为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思考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选择的影响，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人是否受到公平的对待，必须要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30: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年，森明确交代了并没有假设过人脱离其所处的社会。] 

在可行能力视角中，我们需要注意对群体的可行能力思考。在群体中，显然并不是以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来思考的，我们需要通过群体的成员对该群体的可行能力进行分析，通过个人评价方法来认识整个群体的可行能力。所以当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时，也包含这对于社会生活的评价。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人是属于不同的群体的，不应该对其视为一个具体唯一群体中的一员，这样做是否定每个人决定如何认识自己的权利。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归属这个观点上，马克思的观点对森有着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曾经重点强调了个人对不同群体的多个归属，他在《哥达纲领评判》中指出尽管超越阶级分析具有很强的社会解释力，但是它是必要的。
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只把他们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的一切都撇开了[footnoteRef:31]。 [31:  转引自：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27页。]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类型，有着不同的文化信仰，我们不能仅仅将对一个人的评价限定在某一个群体之中，这种做法是对于社会广度和复杂度的不充分认识。在可行能力视角中，个人与群体不是分离的，他们甚至是一种相互的关系，通过个人的可行能力来评价一个群体的可行能力，在评价一个人时也不能忽略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进行群体或者说是阶层的限定，因为一个人是属于不同类型的群体的，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需要在认识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的基础上对人和社会进行评价[footnoteRef:32]。 [32:  一个人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群体中有着不同的身份，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我们应将个人放到社群中进行评价，肯定每个人决定如何认识他自己的自由。] 

4.“可行能力”的现实性
以成就视角为代表，一些人对可行能力视角提出质疑，认为它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实际发生的事情上。其实不然，可行能力的着眼点在于人类生活，而不单单是收入和商品在内的客观对象。很多人注重功能的实际成就，但是忽略了可行能力所代表的在不同机会中进行选择的能力也是实际生活的一种形式，它也被包含在实际生活中[footnoteRef:33]。 [33: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7-220页。] 

在这里，森以金的选择为例，来具体解释可行能力的现实性[footnoteRef:34]。 [34: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3页。] 

情景A：金决定某个星期天待在家里，不出去进行任何活动；
情景B：一些强悍的暴徒打乱了金的生活，把他拖出去后扔在一个大水沟里；
情景C：这些暴徒限制了金的行动，命令他不得走出他的房子，并以严厉的惩罚相威胁。
具体分析以上有关的金的三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星期天待在家里的最终结果是一致的，但是过程确是不同的。只是关注最终的结果不足以囊括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无法了解其在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B或者C这两种情景都是金被强制性留在家中的，他在做出最终选择前的过程中受到了强度不同的威胁，使其进行选择的能力，追求所珍视事物、所向往生活的实质机会受到剥夺，甚至对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的自由和选择也是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能将可行能力排除在生活之外。
为了回应成就视角对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批评，森指出需要从一个关键的地方入手，也就是进一步解释可行能力是如何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需要明白：可行能力的概念是从功能中衍生出来的[footnoteRef:35]。其包含着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功能组合中的所有信息，而实际选择也就是最终所做出的结果只是可行能力功能组合的一个，也就意味着可行能力组合的价值等同于可能选择的功能组合价值的总和。与此不同的成就视角，则是仅仅将关注点放在了最终做出的实际选择上。相比较而言，可行能力视角，包括了所有的可能性，权重要大于成就视角。相应地，也就更加的普遍化、一般化[footnoteRef:36]。 [35: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8页。森在这里将可行能力与功能联系在一起，通过分析可行能力是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功能组合的所有信息来突出可行能力也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3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8页。] 

从效用最大化、基本品的合理分配到可行能力，体现了成就到机会、最终结果到全面结果等很多方面的转变，也正是这些方面的转变，构成了可行能力相比较其他基本信息点的独特性，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正义问题的新思路。接下来，我将具体分析可行能力视角与其他研究正义大问题的视角之间的差异，展现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性和建设性意义。
[bookmark: _Toc479860147]（二）“可行能力”视角相较其他视角的独特性
通过上文对于研究正义问题不同视角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可行能力视角与其他视角相比较而言，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突出、最根本的在关注焦点的不同。
1.关注焦点的转变：从基本品、幸福、效用最大化到可行能力[footnoteRef:37] [37:  接下来将可行能力视角与资源视角、福利视角与效用最大化视角分别进行比较，来体现可行能力视角的在关注焦点上的转变。] 

以罗尔斯为代表研究正义问题的视角将关注点放在了基本品也就是资源、财富等人们生活所需的基本品是否做到了公平分配，是否满足了所有人的需求，来评判一个人的遭遇是否公平，一个社会是否公正[footnoteRef:38]。在这里，资源的合理分配显的尤为重要，但是我们在上文的分析中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往往是由上层建筑所主导的，并不是我们现实社会中生活着的个体所能控制的，这也就使得通过这个视角研究正义问题会十分依赖国家的安排，要求国家制定合理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并非真正落实到社会中生活着的个体[footnoteRef:39]。 [38:  刘兴：《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论证方法研究》。]  [39: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一部分，正义的要求，第2章 罗尔斯及其超越，47-59页；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2章 可行能力与资源，237-244页。] 

但是可行能力视角则是将关注点放在了社会现实上，它更加重视社会中的个体是否有自由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将人的理智思考能力放在重要位置上[footnoteRef:40]，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寄希望于国家制度的建立。相对而言，可行能力这种关注点更有助于了解个体所需，更能推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40:  同上。] 

以福利主义哲学家为代表研究正义问题的视角主张以一个人的幸福和愿望的实现为评判标准，他们认为倘若一个人的个人感觉是幸福的，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便是受到了公正的对待。这种视角重视效用的作用，看到了个体在评判正义与否问题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footnoteRef:41]。因为，对于幸福问题，每个人的评判标准是不同的，对于一个靠乞讨为生的人来说，能吃上一顿饱饭便是幸福的，而对于富裕的人来说，能够有足够的精神生活是幸福的，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和要求是不同的。尤其对于那些受到剥夺的人来说，以幸福或者愿望的实现作为社会选择的依据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人的思想愿望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在其权利或者物质在不断被剥夺的过程中，他会逐渐降低自己的愿望，会能够忍受更加不利的境遇[footnoteRef:42]。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以人的感觉为评判标准，会很容易产生对于效用尺度的扭曲效应，最终实现的公正也是有很大程度上妥协成分的，我们不能通过部分人对于幸福要求的降低来维系表面上的公正。 [41: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3章 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252-259页。]  [42: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3章 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256-267页。] 

但是可行能力视角以一个人的能力为关注点，避免了完全靠人的感觉来评判是否正义所造成的效用扭曲。它是对一个人先天便应具有的追求所珍视事物的能力为评判点，不由人的主观感受控制。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它的期望值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是会降低的，但是可行能力作为一个人的能力，它自身的质量和价值是永恒不变的。外界对于可行能力的剥夺，是相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否还具有这种能力，不会降低这种能力自身固有的价值。相对而言，可行能力视角更加客观和可具操作性。
功利主义研究正义问题则是以效用的最大化为视角，他们认为真正的公正是应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他们同福利主义一般十分看重效用问题。他们通过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有利于产生最大的效用，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否公平正义。倘若能够达到效用的最大化，便不会关注这个行为是否干涉到了个别人的权利[footnoteRef:43]。我们会发现，这个视角，是对于正义问题的一个求和的过程，只要求最大和，而没有在意每一份的数值是否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倘若政府为了致富计划建一条铁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交通更加便利，更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大大数的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不得不说，这是一项便民措施，但是政府在考虑到效用的最大化的同时，没有考虑到铁路周边生活的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否受到影响。他们的生活也许会受到噪音的污染、安全的威胁等。在这种情况受到影响的每个人，由于距离铁路的远近不同，他们所经受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这个通过建铁路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用最大化中，每个人所获得的个人效用也是不同的。这种视角将视线放到了社会现实，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仅仅是放到了社会现实，而没有进一步将视线放到每个人身上。只考虑到社会效用的最大值，将每个人的效用进行简单的求和，却没有计算每个人在这个和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公平[footnoteRef:44]。 [43: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3章 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259页。功利主义视角最重要的是旨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期待通过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实现社会正义。]  [44:  秦子忠：《以可行能力看待不正义——论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论》。] 

可行能力视角则是认为应该首先考虑整体中每个人的比重，这种视角考虑到了每一个个体的实质机会和权利，只有个人追求幸福的能力能够保障，那么也就可以实现社会整体的公正。相比较而言，可行能力视角的关注点是更加合理和科学的。
2.其他方面的具体转变
关注点的差异是可行能力与其他视角之间最主要和最显著的不同，但是可行能力视角是如何实现关注点的转化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引发关注点不同的一些具体和内在的转变，通过比较来体现可行能力视角的特殊性，以及这个视角的价值所在。
（1）终极结果到全面结果 
在森的正义理论中，他重点区分了“全面结果”和“终极结果”[footnoteRef:45]。首先“结果”一词，它是指事物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于我们关注的所有影响决策的因素，例如行为、规则或倾向。也就是指在我们的行为或者外界规则、环境的作用下，事物所形成的一种状态。结果既包括最终形成的选择，同时也包括选择的过程。我们把包含所 采取的行为、相关的主体性、所经历的过程等的结果称之为“全面结果”；把被视为与过程、主体性和诸多关系无关的将但结果称之为“终极结果”。 [45: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二部分，理智思考的形式，第10章 现实、后果与主体性，200页；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与可行能力，213页。] 

通过两种类型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全面结果相比较终极结果而言，增加了有关过程方面的内容，后果不仅仅只是一个结局，它是把过程包含在内的，增加的过程的内容提醒了我们应该对全面结果特别重视。
在这里，森举了一个例子来进行具体解释。他指出，倘若一个人希望在宴会上被分配到一个非常舒服的椅子，但是并不希望在其他人的面前跑到椅子跟前。在这个情景中，被分配到一个舒服的椅子可以看作是一个终极的结果，但是由于他的自尊心的原因，他不想在众人面前坐过去，就很有可能导致最终他无法坐到本来他想坐的椅子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在事情发展过程中由于主体性的作用很容易使得本来的结构发生改变，这也就体现了全面结果在对一个事物的结果进行评价中的关键作用
在资源视角、福利视角等中过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了终极结果上，而忽略了在过程中全面结果对结构有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使得最终得出的评价往往是不全面的。但是可行能力视角则是关注到了全面的结果，对于一个事物的状态分析，能够既关注到最后的结果也能关注到中间的过程，这种对于是否正义的评价是更具有说服力的。
（2）成就到机会
从终极结果到全面结果的转变是从片面到全面的转变，同时这也体现着成就到机会的转变：成就与终极结果相对应，机会与全面结果相对应。可行能力视角关注一个人是否具有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过上他所向往的生活的实质机会。 而其他的视角则是将关注点放到最终达成的实际成就上。这种成就到机会的转变是与从终极结果到全面结果的转变密切相关的[footnoteRef:46]。 [4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与可行能力，217-220页；
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 

成就是终极结果的一种，对于一个事物状态的分析，就其最终结果而言会有好坏两种区分，资源视角十分注重功能的实际成就。他们认为倘若一个人能够分配到他应有的资源、财富，达成这些成就便是公正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自由和选择也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上文探究了可行能力的缘起，了解到可行能力是从功能中衍生出来的[footnoteRef:47]，它包含着能够选择的功能组合的所有信息，而不仅仅是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功能的实际成就。它所关注的机会指就是在过程中一个人的实质机会，这种视角认为机会是要比成就更加重要的。对于一件事物状态的分析，我们不仅要关注最终的结果，还要关注过程。 [47:  同上。] 

多次提到金的例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可行能力视角成就到机会的转变。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只关注成就而忽略机会有可能产生与我们的判断完全相反的情况。在事例中，森即使最终达成了星期日在家的最终成就，但是情景B、C中他是失去了进行自由选择的机会的。根据最终的结果，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是公正的，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过程，会发现在过程中金实际上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这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仅仅重视成就是不足以来对一个事物公正与否进行评判的，我们需要综合考量一个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实质机会这也是可行能力视角成就转向机会的原因所在。

（3）完整排序到部分排序 
从完整排序到部分不完整的排序是可行能力超越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体现。罗尔斯的正义论专注于抽象的制度，旨在通过建立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制度来实现社会的公正[footnoteRef:48]。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是具有国别界限的，但是由于罗尔斯采用的方法已成为当代道德和哲学中关于公正问题的主流推理模式，所以很多哲学家拓宽了契约方法，并将其发展为全球范围的、更加广泛的正义理论。顺延这种研究方法，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完整的排序来对正义问题进行判断，旨在建立一种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范围的社会制度[footnoteRef:49]。 [48:  刘兴：《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论证方法研究》。]  [49: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2章 可行能力与资源，244-246页。] 

但是可行能力视角则是专注于部分不完整的排序，主张放弃对于公正的抽象制度，而选择更加切合实际、更容易实现得尽可能减少不公正的行为。在森看来，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公正，部分的排序已经相当够用了。但是这种不完整性是无法满足一些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抽象意义上的公正制度上的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抽象公正的社会制度代表着一种绝对，这种完满性必然不准许部分的不完满性的存在，只有足够完整的排序才能建立完满的社会制度。正如托马斯·波格所言：“我们为了研究‘应如何设计一个制度序列’，‘仅仅进行部分的序数排列’并不能满足其要求”[footnoteRef:50]，在这些哲学家看来，仅仅部分排序是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的。 [50:  转引自：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2章 可行能力与资源，245页。] 

在森看来，这种有志于建立一套适用于全球的抽象的社会制度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无法实现，这些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只存在于人的幻想中，在人类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就现在的发展水平来说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森才将关注点进行了转移，退而选择部分排序。这种排序虽然只是部分的，是不完整的，但是确是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是真正能够对于解决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的，相比较一个虚幻的社会制度而言，这种减少严重影响世界的明显的不公似乎更有建设性意义[footnoteRef:51]。所以，我们说从完整排序到部分排序，是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对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超越。  [51: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引言及第1章-第四章。] 


（4）生活手段到生活本身
生活手段是指一个人满足生活需要或者是生存需要所采取的手段，比如资源、收入等，实现人类满意的社会生活需要生活手段作为支撑，所以很多哲学家研究正义问题都十分重视生活手段。但是在森看来，实现满意的人类生活的手段本身并不是好的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真正目的应该是生活本身，而并非手段。所以可行能力视角偏离了传统的方法，认为生活本身才是更加根本的。
在这里，森列举了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他提到，一个人工作好、有高收入，但是容易患病，或者有着严重的身体残疾，那么此人即使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富足的生活，但是却不一定会只因为其收入高而被视为具有很大的优势。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往往意味着他衣食无忧、能够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他由于身体疾病或者残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无法将收入转化成好的生活。在幸福程度或者说心情愉悦程度上，他甚至都不如一些收入比较低下，但是身体健康的穷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了解到不同的人将收入和其他基本品转化为优质的生活和有价值的自由的机会是不同的，必须注意到他实际上能够在何种情况下实现良好的健康状况，而不应该把关注点放在他的高收入上，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够过上好的生活。曾经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一篇著名论文题为《提高所有人的收入会增进所有人的幸福吗？》[footnoteRef:52]，论文内容提到了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会给人们的生活的快乐，效用的总和并不总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这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无快乐的经济”[footnoteRef:53]。 [52:  Richard Easterlin: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27(1995)。]  [53:  Tibor Scitovsky:”The joyless economy”。] 

生活的手段并不是生活的目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手段而丢下生活本身，生活本身才是更加根本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对于正义评价的外延做出而可行能力视角也就是在认识重要的拓展，可行能力视角也就是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展开论述的。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可行能力视角有着与传统方法相背离的逻辑，所以我们才说，可行能力视角是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的。

[bookmark: _Toc479860148]三、“可行能力”视角的效用
通过对“可行能力”视角的独特性进行具体分析，了解到可行能力视角在研究正义问题中的建设性意义。尽管其建设性突出，但仍然有很多未交代清楚的地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存在很多局限性等待着我们去打破。接下来，我们将从“可行能力”视角自身以及社会现实两个角度分析可行能力的效用，从作用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可行能力视角进行客观评价。
[bookmark: _Toc479860149]（一）“可行能力”视角对推进社会正义的作用
上文我们探究过在可行能力视角中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问题，明确在可行能力视角中虽然重视个人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与社群的分离。森对于可行能力视角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着很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存在这紧密的相互关系，一个人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社会活动中获得的[footnoteRef:54]。在我们了解到个体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我们还要明确正义问题既需要重视社会发展中的正义，还要注意到每一个个人实质机会是否得到保障。所以，我接下来将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分析可行能力视角对于研究正义问题、推进社会正义的作用。 [54: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年。] 

1.个人：明确一个人的优势、权力、责任和义务
（1）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优势的条件
可行能力概念的内涵是指一个人追求他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这是一种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相联系的能力，是否具有这种自主选择的能力是评判一个人相比较其他人是否有优势的重要依据[footnoteRef:55]。 [55: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9页。] 

人与人之间优劣势的比较不能仅仅局限在效用、资源或者幸福这些最终的结果上，还要关注过程中的可行能力。功能是一个人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可行能力是从功能中衍生出来的。倘若两个人之间的功能不同，例如一个人收入颇丰但是身体残疾，一个比较贫困但是身体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收入高但是身体残疾的人便不具备将高收入转化为幸福的能力，他的生活水平也就无法得到保障。相比较之下，也许收入没有那么高，但是身体健康的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收入水平普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情况下，将收入转化为生活幸福的能力显的尤为重要，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具有这种主观能动性自由的人便拥有了很大的优势；倘若两个人在实现的功能上完全一样，如何评价优劣势？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比较两个人的可行能力。就饥饿和缺乏营养而言，一个人因为政治或宗教原因而自愿绝食的人，与一个遭受饥荒的人，可能同样的缺乏食物，但是选择绝食的人是相比因贫穷而挨饿的人具有更大的可行能力[footnoteRef:56]。 [56: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9页。] 

由于可行能力视角与其他视角的关注点不同，它以自由和机会，即人们选择不同类型生活的实际能力为导向，而不仅仅是最终的结果。所以说，相比较其他视角而言，可行能力视角能够提供评判一个人相比较其他人是否具有优势更加根本的条件。
（2）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力
可行能力是与自由和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自由的一部分[footnoteRef:57]，所以可行能力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有的、无差别的一种权力，也就说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具有追求自身所珍视事物的权力，不应受到任何方面的剥夺甚至影响。而对于个体而言，需要明确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权力，并且学会争取和维护。可行能力这种作为权力的特性是资源视角、福利视角所不具有的。 [57: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2-214页。] 

（3）包含着一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除此之外，可行能力也或多或少的包含着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footnoteRef:58]。在推进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这种追求珍视事物的能力，在维护自身权力的同时，也要尊重和保障他人追求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同时对于已经受到剥夺的人群应给予保护。只有大家都树立了责任和主人翁意识，都能自觉的维护和尊重每个人的可行能力，那么也就能推进更高水平社会正义的实现。 [58: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3章幸福、福利与可行能力，253页。] 


2.社会：可行能力推进社会正义的发展
（1）提高政策的公正性	Comment by yaqiong: 同一个层次的小标题在表述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这里（1）和（2），你可以参照类似的修改原则再琢磨一下其他各个小标题的内容表达
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优势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诉求，应当从获得的自由出发，而不能仅仅关注事实成就[footnoteRef:59]。例如，建立某种基本医疗保障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赋予人们改善健康状况的可行能力，而不仅仅是医疗保障的具体福利。对于政策或者制度的建立，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这种前提下建立的制度才是更公平公正的。我们以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充分保障了每个人的权利为前提，如果有一个人即使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权利，但还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放弃这个机会，由此导致的结果相比较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可行能力的重视，有利于为评判制度是否公平公正提供依据，只有在制度能够足够保障每个个体的追求自己珍视生活的能力和自由的情况，才能在源头上解决成问题，从而实现是更高水平的社会正义。 [59: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9页。] 

（2）提高社会的包容性
对于可行能力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在这里我们以文化多样性为例：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是个体具有可行能力的体现，同时对于社会而言，也助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footnoteRef:60]。例如，来自非西方的移民，他们在来到欧洲国家或者美国定居后，依然有保留其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的自由，而并不是必须要选择顺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一定按照其祖先的行为模式区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中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尊重，使得各种文化传统能够在大家的自由选择中共存和保留[footnoteRef:61]。在文化领域能够促进文化的多样化，同样的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由于对于可行能力的尊重，我们保障每个人进行选择的实质机会，经济领域能够允许多种经济形式的存在，政治领域能够允许两种社会制度在同一个国家的存在。这种可行能力视角下的社会是更具有包容性的，也正是因为它的足够包容，才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公平的对待，我们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正义。 [60:  同上。]  [61:  同上。] 

[bookmark: _Toc479860150]（二）可行能力自身的局限性
可行能力视角具有建设性意义，但其局限性使它并未成为研究正义问题的主流视角。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分析可行能力视角自身存在的问题，解决森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更好得利用这种视角推进社会正义。
1.没有指明具体应如何运用
可行能力方法提供了一种评判一件事物是否正义以及一个人是否有优势的基本信息点，将关注点放在了人们追求其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和实质机会上，这种以能力作为评判依据的视角是很独特并且有说服力的，但是其自身并没有就如何使用这种信息点提出具体的方案[footnoteRef:62]。 [62:  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2012年4月，第三部分，正义的实现，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215页。] 

也就是说，可行能力视角提供了切入点，但是并没有交待接下来该怎么做。比如对于社会医疗保障问题，可行能力视角将关注点放在是否这个人有获得医疗保障的能力，但是它并未向我们介绍如何判断这个人是否有获得医疗保障的能力，以及在得知他是否有能力之后应该如何消除非正义，推进公平、正义的实现。此外，对于不同的问题，它本身也未交代该如何灵活运用。我们社会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纷繁复杂，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贫困、残疾或者文化自由。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对信息点进行灵活运用，但是可行行能力视角本身就如何运用信息点满足对不同问题的评判并没有具体说明。在如何具体运用可行能力这个基本信息点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只有明确了可行能力视角的具体使用方法才能更好的对推进社会正义发挥作用。
2.没有政策保证可行能力的平等
可行能力视角突出了能力不平等在评判事物是否公正或者一个人是否有优势的核心地位，但是它本身并没有为保障能力 平等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决定[footnoteRef:63]。 [63:  同上。] 

在前文中我们探讨过可行能力视角重在解决存在着的不合理的公平，而非如契约方法视角下建立完满的社会制度来实现社会公正，所以通过可行能力视角看待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一项政策的制定。可行能力视角没有要求通过政策来消除不正义，也没有制定政策来使得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可行能力。这种特征使得它无法保证可行能力在每个个体身上都能平等的实现，同时也无法在自身可行能力受到损害或者剥夺的时候进行维护获得制度支持。没有政策或者其他形式来保证可行能力的平等，也就更无法保证这种方法下能够实现全社会更高水平的公正。所以在如何确保可行能力在每个个体身上都能得到公平的体现方面，同时又不违背可行能力视角看待正义问题的逻辑，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479860151]（三）可行能力视角对外界环境的要求
可行能力视角自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在如何运用能力这个基本信息点推进社会正义以及如何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可行能力这些方面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决的。除此之外，可行能力视角的运用还受到一些外界条件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分析运用可行能力视角来推进社会正义的外界限定条件。
1.社会性质的限制
我们在分析可行能力视角自身局限性时了解到可行能力视角的重点是消除不可容忍的非正义，它更加关注于社会现实，而并非完满社会制度的建立。这种切入点与每个个体的具体生活更加贴近，但是它需要这个社会更具有包容性，能够关注到每个人的权利。可行能力视角的运用也就意味着更加民主的社会性质，即使在森看来它的应用范围应该是全球而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或者地区，也只是理想的看法，在社会性质为独裁专制的国家，是无法保证可行能力视角的正常运行的。所以，我们发现可行能力视角的运用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性质能够允许这种视角的存在，需要国家政治发展到足够民主和包容的程度。
2.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行能力视角无疑需要更高的经济水平奠基。因为我们在前文了解到每个人对于环境的适应程度是会变化的，处于上层阶级的人们往往期待着更高水平的精神生活，但是当他的收入水平下降时，他便无暇顾及精神生活，也就不会再关注自身是否有追求自己所珍视的事物的能力，因为这种情况下满足自身的温饱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收入而并非能力问题，所以要想通过可行能力视角推进社会正义，往往需要经济水平能够达到足以支撑的程度。
3.群体政治素养的限制
可行能力视角的着眼点是保障每个人追求他所珍视事物的能力和实质机会，所以要想利用可行能力视角来推进社会正义，争取和维护可行能力必须成为群众的共识。但是现阶段我们会发现群众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收入和资源这些基本品上，他们尚未将视线转移到能力上来。这种情况受到收入水平以及教育水平等很多方面的影响。收入水平比较低的群体，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无暇顾及能力问题；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社会政治发展大环境的影响，无法认识到能力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发现，要想通过可行能力视角推进社会正义需要群众基础的支持，全面提高群众政治素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bookmark: _Toc479860152]结语
本文沿着阿马蒂亚·森的论证过程，就“可行能力”视角的缘起、独特性以及效用进行了详细分疏。可行能力视角关注社会现实，致力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而不是凭空建立理想中的公正的空中楼阁，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以来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森针对正义问题的研究所提出的可行能力视角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及建设性意义，虽然其在理论和逻辑上将使用范围扩展到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但是它同时要求更高水平的国家发展状态，必须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前提条件。对于其自身存在的局限以及外界条件对于它的限制，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以便促使其更好地发挥推进社会正义的作用。	Comment by yaqiong: 文章中出现的“可行能力”一词最好都用引号，引号有强调的作用，文章中有的地方我给你改过来了，还有很多地方你自己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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